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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文学批评的“话体”特质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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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话体”特质指支撑诗话、词话、文话等话体批评不断发展裂变的文体特性，它以开放性为核

心表征，主要经由文本结构和批评内容两个层面得以显现。在数字化文学批评中，“话体”特质得到

了拓展：首先，批评主体的群属身份进一步多元化，话体批评作者多为士人群体，他们通过辑录前人

言论阐扬自己的批评观念，使得批评文本带有“多重主体性”，而数字化批评作者群已扩大至普通网

民，同一文本空间往往并置着多重声音，因而带有“共生主体性”；其次，话体批评中潜在的“对话”

意识在数字化批评中衍化成了一种切实影响文学批评整体风貌的重要因素；最后，数字化批评中，批

评话语的碎片化、文学性特征较之话体批评更为突出，且可以不断实现话语增殖。话体批评所张扬的

“话体”特质，启发人们立足数字化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探索碎片化批评话语的价值，反思文学创

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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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发展史中，各种形态的文学批评显

赫一时再悄然消逝是历史常态，诗话、词话、文

话、赋话、曲话、剧话、乐话、影戏话、文学话

等话体文学批评自然也不例外。但特定文体的消

逝，并不意味着其价值的彻底陨落，而其价值能

否得以存续甚至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回潮态势，则

主要取决于其文体精神与后续历史时段文学创

作、文学批评之间的贴合度。耐人寻味的是，数

字时代，不仅文学创作因为“与笔记体纪事、传

奇话本、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的优秀基因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1]，从而带有“话体”特质，文

学批评也在批评主体阵容、批评文体形态、批评

话语模式、批评思维特性及由此激发出来的批评

精神追求等多个层面与传统话体文学批评“同声

相应”，从而营构出了一种颇具张力的跨时空对 

话关系。因此，在这种“偶然相似”的情境中，

重新检视话体文学批评，萃取包含其中的“话体”

特质，揭示话体文学批评在当前的文学批评语境

中于哪些层面具有继续运作的可能性，印象式、

主观性的批评话语如何在以抽象、晦涩为显要特

征的理论化批评倾向中获取存在的合理性，“话

体”特质在何种程度上对我们重审数字时代的文

学批评具有启发性价值，或可为我们考察古今不

同语境中话语形态相似的两种文学批评之间既

对峙又相通的辩证关系提供一个崭新的探索维

度与问题域。 
 

一、话体批评的核心特质及其

表现路径 
 

所谓“话体”特质，指支撑话体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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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历史发展不断进行文类裂变、创构新生体式的

核心动力。“话体”特质的萃取，以对话体文学

批评文体价值的积极理解为出发点。若要理解

“话体”特质，延长历史跨度与引入整体性观照

视野是关键所在。具体而言，首先，要在前人话

体文学批评的价值研究中，提取具有普适性的价

值要素。其次，“话体”特质的提炼，必须基于

对话体文学批评从发端到终结的整体演化历史

的考察，对前人的价值评述进行再审视。最后，

“话体”特质必须具备介入当下文学批评话语建

构的可能性，能够在建设具有民族文化根基的文

学批评话语体系的进程中提供经验启示与价值

借鉴，而这种可能性必须筑基于对承载着“话体”

特质的话体文学批评与当下文学批评之间相似

性的探索。在此意义上，所谓“话体”特质实际

指向一种开放性批评格局的构筑，而文本结构的

开放性和批评内容的开放性则是话体文学批评

开放性批评格局得以显现的基本向度。 

(一) 文本结构的开放性 

话体文学批评文本结构的开放性，是指文本

的结撰方式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灵活度，与《诗品》

《文心雕龙》一类“精心结构”的“著作”[2](228)

类批评文本差异悬殊，因而在创作与阅读双重意

义上为学识较低者涉足提供了方便。而这种“开

放性”特质的生成，首先得益于其跨文类借势的

文本构型策略。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跨文类传统的

研究，常常更关注文学创作内部的文体互渗现

象，并由此极大地巩固、提高了“以文为诗”“以

词为诗”等经典命题的典型性。但实际上，创作

文体与批评文体之间的“跨界互动”也是中国古

典文学跨文类机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模态。 

话体文学批评以诗话为开端，而诗话正是古

代文体互渗机制的产物。早期诗话多因循欧阳修

以笔记体形式记述自己写诗、论诗看法，兼及记

述诗坛逸闻轶事的传统，体现出叙事与论理相结

合的鲜明取向。及至后期，以闲谈纪事为主职的

诗话由笔记体逐渐演变为话本小说、人物传记，

文体互渗甚至文体偏离趋势逐渐强化。比如，《大

唐三藏取经诗话》以猴行者为主要人物，叙述唐

三藏取经故事，实际已成纯粹的说经话本之属。

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元代辛文房的《唐

才子传》，前者采摘繁复，在搜集诗人诗作的同

时，兼辑诗歌本事、杂记世系爵里；后者考述诗

人生平、详述科举经历，均具有很强的叙事性。

此外，诗话还往往与笔记、总集互相渗透。宋代

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四库全书总目》按笔记

体将其纳入“子部杂家”，但“提要”又称其“杂

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后世学人据此论

断：“既然书中内容十分之八都是谈诗，自然也

可以归入诗话。”[3](8)同时代蔡正孙的《诗林广

记》，《四库全书总目》将其视作诗话列入集部 

“诗文评”，但“提要”又说“体例在总集诗话

之间”[4](1790)。鉴于此，章学诚指出，诗话既可

“通于史部之传记”，又可“通于经部之小学”，

还可“通于子部之杂家”[5](882)。这正是对诗话流

变过程中文体互渗机制的全面总结与有力说明。 

诗话发展至民国，跨文类态势依然在延续。

一方面，大量诗话著作常常兼司纪事、录诗、议

论之职(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另一方面，又

产生了大批委以诗话之名，但与传统意义上的诗

话内容大相径庭之作，例如，张其春的《明治维

新诗话》乃以诗话体为日本维新人物立传之作。

正是这种随意穿行于各文类之间的文体自由度，

有力地说明了话体文学批评文体形态的包容性，

并使得话体文学批评不同于其他古典文学批评

体式的开放性特征得以初步显影
①
。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话体文学批评文本结构

的开放性与其“对话性”特质的张扬密切相关，

而其对话性的张扬随着历史发展呈现出“由里及

表”的基本态势。古代话体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在

“论诗及事”类作品中得以集中显现，此类话体

之作宗“闲谈”、主“纪事”，“用事造语的考释

和寻章摘句的欣赏，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来津

津有味，与‘轶事小说’十分相似”[6]。这种结

撰方式在打破叙事文学与文学批评边界的基础

上，使得此类话体之作的文本语境与现实生活语

境之间的距离被大大压缩，理论批评疏离于日常

生活经验的一般性特质被悬置起来，文本结构往

往依赖于作者与其交流者的话语交锋而成型，理

论见地的表达不再是作者个人断语式的阐发，于

无形中赋予了批评文本较强的交流意向，为读者

进入批评情境开了方便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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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话体文学批评中原本处于潜隐状

态的对话性开始显在化，甚至直接落实为一种基

于自觉意识的文体倾向。尽管在《小说丛话》一

文中，梁启超就曾明确指出“谈话体”(对话体)

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风行程度：“谈话体之文学

尚矣。……至如诗话、词话、文话等，更汗牛充

栋矣。乃至四六话、制议话、楹联话，亦有作

者。”[7]但现代的“对话体”话体文学批评往往带

有鲜明的西学色彩：在运思意旨方面，其侧重点

由“知性的感发”向“理性的昭张”转移，开始

出现朱光潜的《谈美》《谈文学》等通过设置虚

拟的对话者传达作者本人批评理念的话体之作。

与古代同类作品相比，此类作品逻辑谨严、条理

贯通的理性色彩大大增强
②
；在文体形态方面，

受西方对话文体及新兴报刊媒介“问答”“对话”

“谈座”“谈片”一类栏目文体定位等多重因素

影响，诸如周作人的《批评的问题》(1921)、结

网者与潘寄梦的《文学谈座》(1933)、未然的《文

艺谈片》(1939)、张金寿的《文艺随话：问与答》

(1940)等以切近日常闲谈的问答形式结构全文

的话体之作大量涌现，话体文学批评向大众敞开

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其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亦随之

强化。 

(二) 批评内容的开放性 

“纪事”与“论理”是构成话体文学批评核

心内容的两翼，但“纪事”的重要性一直未得到

足够的重视。清人章学诚总述诗话，其经典的“论

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二分法看似将纪事类诗

话与论理类诗话平等并置，且能以客观眼界描述

诗话发展历程，承认“后世诗话家言，虽曰本于

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5](880)。但

通观《文史通义·诗话》全文，其对于纪事类诗

话的贬抑显而易见
③
。其后，郭绍虞进一步对诗

话进行理论化提纯，明确指出“诗话之体，顾名

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8]。因

循此说，诗话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诗歌评论体式的

观念逐渐固化。当代诗话研究界的主流观点认

为，诗话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诗话是一种诗歌

评论形式，凡属评论诗人、诗派、诗事者，皆为

诗话；而狭义的诗话是“诗歌之‘话’”，即以随

笔体记录的诗歌故事。这一观点看似全面、客观，

且兼顾了广义与狭义诗话并行发展的史实，但实

际也以“重理论”“轻纪事”为基本逻辑。例如，

蔡镇楚在区分了诗话的广、狭二义之后，就接着

补充道：诗话由狭义向广义的发展演变，其实就

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演变的必然趋

势”[9](30)。以“初级”统括“记录诗歌故事”的

狭义诗话，为作为“诗歌评论体式”的广义诗话

贴上“高级”的标签，其价值取向已不言自明。 

就诗话发展的客观史实与诗话文本呈现的

客观状貌而论，将诗话机械划分为广、狭二类的

做法显然失于偏颇。在学理依据上，首先，学界

常奉郭绍虞对诗话的理论性定义为圭臬，但并未

全面了解其思想构境。据郭先生自述，他进入诗

话研究领域，缘于 1927 年搜集中国文学批评史

相关材料时的“偶然注意”[10](2)。就个人治学需

要而言，将诗话作为批评史材料，自然会更倾向

于对诗话理论批评方面价值的开掘，进而将诗话

定义为一种理论批评体式；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

化语境来看，郭氏所处时代，正是狂热效仿西方

“著作”体式，筑基中国文学批评事业的关键期，

纪事类诗话显然不符合时代需要。其次，正如英

国学者罗伯特·伊戈尔斯通所说：“定义意味着

限制。”[11](7)因而，对诗话进行广义、狭义的二元

区分，在看似更为全面的表象下，实际也肢解了

完整的诗话发展史，掩抑了对诗话进行整体性理

解的可能性。 

吊诡的是，尽管理论上严格的二元区分得到

了普遍接受，但诗话批评实践中却密布折中的空

间。事实上，鲜有诗话作品专司纪事或论理一端，

大多都是纪事与论理兼而有之。在诗话发端初

期，“事”“理”兼顾的诗话总集便不在少数，胡

仔编辑的《苕溪渔隐丛话》、何汶编辑的《竹庄

诗话》、蔡正孙编辑的《诗林广记》均属此类。

而到了学界公认诗话完成“理论化转向”的清代，

大量以诗歌理论批评为主的诗话中，也不乏记述

诗人诗事的条目。如果按照现有的解说，胡仔之

辈的作品是诗话开始理论化的重要表征，那么显

然，清代诗话中纪事类作品的出现使得诗话由纪

事向论理直线演进的定型化想象因缺乏了事实

依托而显得不足为信。及至民国，由于对诗话在

中国诗学的整体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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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长期占据主导势位，《射鹰楼诗话》《旧民

诗话》《民权素诗话》《愿无尽庐诗话》《孑楼诗

词话》《偷闲庐诗话》等以激发民族主义情感为

重要创编动机的作品因背离了诗歌批评的题旨

而未得到充分重视，至于此类诗话作者致力于将

“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世变之际的国运忧思

深刻结合起来的良苦用心也被一并遮蔽，而《民

族英雄诗话》《民族文话》等直接讲述民族英雄

故事以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纪事类文本更是长

期隐匿于诗话研究的主流视野之外。正是在上述

意义上，广、狭二分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纪事

类诗话的价值，更影响了后人对诗话乃至其他后

起话体批评内容开放性的理解。 

话体文学批评内容的开放性还体现在诗话、

词话、文话等之间在批评内容上存在“嵌套关

系”，诗话中有论文谈词的条目是常态。譬如，

刘颁《中山诗话》中所谓“晏元献尤喜冯延巳歌

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12]，显然意在词事

记述。周紫芝《竹坡诗话》也曾记述“词事”：“贺

方回尝作《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之句，

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谓之‘贺梅子’”[13]。明人

瞿佑撰《归田诗话》，“富贵气象”一则评述晏殊

诗学风格时，曾摘晏几道《鹧鸪天·彩袖殷勤捧

玉钟》一词中“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

风”两句，考述二人之间文学风格的承继关系[14]。

此外，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中谈“文”之语不

在少数，既有记录苏轼、欧阳修等论文精要之语

的相关条目，也有对自己在文章风格、作法等方

面看法的直接表述，体现了鲜明的“借诗话之名

行文话之职”的批评取向[15]。 

 

二、数字化文学批评中“话体”特

质的显现与新变 
 

20 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境

遇对文学活动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

“体现在文学的传播载体、语言形态、审美属性、

存在方式、价值功用等诸多方面，也导致以文学

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的变化”[16](58)。目前关于

数字化文学批评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对长足的

进展，然而遗憾的是，相关研究似乎总是侧重于

对数字化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差异性的探索，有

意无意地忽视了二者之间相通的一面。然而，正

如美国学者威廉·弗莱明所言：“昔日的往事是

从不被丢弃的，只不过是被扩展、完成，甚至超

越而已。”[17](1)纸媒时代绵延数百年的话体文学批

评，在当前的数字化文学批评中时常显露出多重

投影，因此，对这种跨越时空的偶然相似性进行

全面盘查，无疑也是对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文学批

评进行学理反思的重要路径和必要前提之一。 

(一) 批评主体的身份位移 

基于文本结构和批评内容的开放性，以诗话

为发端的话体文学批评得以构造出一种远较其

他古典文学批评体式更为开放的话语场域，而这

一开放性批评场域的生成，主要受益于话体文学

批评主体的多元化。与《文心雕龙》《文史通义》

等一类体系性较强的理论著作相比，话体文学批

评闲谈娓语的话语风格显然更有利于吸引庞大

的批评群体，从而达到章学诚所谓“尽人可能也”

的状态。在较为深入的意义上，话体文学批评与

其他批评体式之不同，主要体现在大多数话体之

作在批评主体的层面上往往具有“多重主体性”。

就话体文学批评的文本构型路径而言，独立成书

之作固然存在，而且是断限话体文学批评创作、

确认话体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核心依据，但将笔

记小说、各家总集之中谈诗论文的零言碎语辑录

一处的话体之作也占有很大比重。既是辑录之

作，就存在“多重主体性”：辑录者以征引前人

论诗言语为主，间缀以本人诗学观念的阐扬，看

似“述而不作”，实则“以述为作”。因此，话体

文学批评表象结构涣散、缺乏西式“著作”所必

须的统一逻辑贯穿始终，乃是作者随手记录自己

零感碎想、不假雕琢润饰(独著体)和汇辑前人言

说于同一文本空间(辑录体)的两种常见结撰策略

合力作用之结果。 

如果说古代话体文学批评作者之众主要源

自对批评家学识的较低要求和撰述方式之便利，

那么到了晚清民国时期，话体文学批评的兴盛则

直接受益于文学语言和传播媒介的变革。在白话

文渐趋主流的进程中，话体文学批评切近日常闲

谈的话语表述习惯为批评家从事批评活动提供

了可资支配的先天范本。同时，话体文学批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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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义上“言文一致”的倾向又在更深层的意义

上契合了现代知识分子追寻自我、解放个性的文

化诉求。表达方法的民间化推动了民间表达的勃

兴，辅之以大量报刊媒介“谈话”类栏目的开辟、

积极笼络广大读者以广开销路的商业化考虑，进

一步推动了话体文学批评的兴盛，其批评主体的

多元化也较之以往更为突出
④
。 

某种程度上，于文学活动而言，每一次媒介

变革都是一次话语权的“下放”。如果说现代报

刊的兴起加速了封建社会文学封闭性体系的崩

解，也为学识较低者进入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开

了方便门径，从而无形中推动了话体文学批评的

繁荣，那么，数字媒介的兴起则进一步推动了文

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话语权的下放，并使得“话体”

特质在当前的批评语境中得以延承。 

数字化批评的一大显要特征也是批评主体

的多元化。在数字媒介的冲击下，封建社会那种

“士”阶层独占文学批评营地的现象，在经历了

现代报刊媒介的第一次大规模撼动之后进一步

遭到颠覆式冲击，“‘在线批评’携浩荡‘网民大

军’之威，以席卷之势冲破文学批评圣殿之门，

并一路攻城略地，占据了一块块山头。到如今，

覆盖近 3.8 亿文学网民的互联网空间，俨然成为

‘网络文学批评’的新锐‘营盘’”[16](325)。“草

根批评”或曰“大众批评”与传统的学院派批

评
⑤
在数字化平台上逐步实现了量化层面的“话

语平权”。放眼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类似现象似

乎只能在话体文学批评的历史沿革中看到一丝

微弱的投影。如果说古代话体批评作者之众虽然

远迈其他文学批评体式，但依然没有脱离精英知

识分子话语霸权的笼罩，那么现代“大众批评”

的兴起可视作数字化文学批评大众化走向的一

个预兆。只是，从本质上讲，现代文学批评中大

众话语的出现乃是精英知识分子在启蒙理性支

配下禅让话语权的结果，“精英”与“大众”两

极话语之间主导与从属的关系模式并未得到实

质改观，而技术赋权则彻底改变甚至逆转了这一

现状，文学批评的主动权同时向稍具一定文化水

准的普通网民敞开，从而以革命性的方式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批评主体的多元化。 

(二) 对话意识的深化与重构 

话体文学批评的对话性特质在数字化批评

中以“交互性”为基本表征得以延承。如前所述，

话体文学批评的对话性主要倚助其闲谈、纪事的

功能定位和短小精悍的文体特性实现，因此终究

是一种有限的对话性。首先，批评活动依然围绕

特定文学文本展开，读者若要进入批评场域，还

需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文学知识储备，批评视

角也十分有限；其次，传统话体文学批评虽然带

有较强的对话性，但鲜见真正意义上对话活动的

开展，即使到了现代报刊兴起之后，受报刊发行

周期和审查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对话者的介入，

在时间上依然相对滞后，且往往存在惨遭裁汰的

可能性；最后，由于面对的是已然完结的文本，

读者视角的介入并不能在实质上左右文本后期

走向，更有甚者，囿于纸媒发行周期限制，读者

意见根本无法反馈给作者。然而，这些情况，在

数字化批评中均得到了切实改观。 

“数字媒介对现代生活的重大影响之一就

是‘交互性’。”[18](84)这种“交互性”的凸显意味

着传统意义上作者独白式的写作/评论方式不再

占据主导势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交互性”

显现途径的“对话”不再是早期话体文学批评中

需要努力探掘才能窥见的文本特性，也不再是民

国话体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文本结构形式，它再度

升级，变身为一种切实参与文学批评进程的重要

因素，实现了从形式论到本体论的意义迁移。至

此，文学文本的建构是在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

者的多重对话关系之中实现的。对此，网络作家

流潋紫的说法颇具说服力：“在网络上一边写作

一边发表，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广大读者在作品

形成中的参与性。读者和编辑根据自身的理解和

知识储备，会帮助作者指出作品中可能出现的常

识性错误或逻辑性不足，这些及时有效的批评和

建议都对作品的最终完善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甄嬛传》就深受其益。”[19]此外，读者之间的

互动也对作品的成型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与纸质

媒介相比，由于数字媒介的出现强化了“媒介作

用不仅限于传播，其作为制造者亦可操纵人的行

为”[20]的理念，因此，它往往能够提供更大规模

的交互平台。当活跃在网络上的“粉丝”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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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追文族”因为某一文学文本而聚集起来，他们

之间无疑首先是一种“共同体”关系，但个人审

美偏好的差异加之言论的相对自由必然会导致

各种话语交锋的出现。在此基础上，个别读者的

意见在与其他读者的不断辩难中或被修正，或得

以巩固，从而形成一些相对可取的“主流”批评

见解，这些见解为作者所吸收，也会成为推动作

品进一步发展的间接力量。 

(三)“碎片化”“文学性”特质的深化 

“碎片化”与“文学性”也是考察话体文学

批评与数字化批评之间相似性的重要维度。在古

典文学批评中，诗话、词话等批评话语的碎片化

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而数字技术的兴起，通过

进一步崩解传统文化语境中对“文化同一性”的

追求，孕育出一个以个人信息分类的细化为精神

内驱的碎片化文化语境，进而不仅涵养出“微小

说”“微散文”“微诗歌”“微剧本”等“微文学”

形态，也为文学批评的碎片化发展提供了适宜的

土壤。无论是在腾讯文学论坛、起点中文网、晋

江文学城等文学网站，还是在微博评论区、微信

公众号评论区等自媒体平台上，以“短”“频” 

“快”为基本特征的碎片式评论遍地开花，已成

为文学批评界不得不深入探讨的重要现象。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话体批评与数字

化批评的碎片化特征均通过文本结构的缀段性

得以呈现，但二者在深层生成缘由上却存在很大

差异。话体批评文本一旦生成，不具备可再生性，

而在数字化文学批评中，那些碎片式的批评话语

具有极强的可再生性：只要文本存在于网络，且

评论者的相关评论符合作者或平台管理者的筛

查要求，就可以借助“互动”的形式无限拓展、

持续再生。此外，在思维方式上，话体批评仰赖

于整体性思维，而数字化文学批评则主要由发散

性思维支撑。申言之，话体批评虽然以碎片、条

目的形式连缀而成，但其作者是唯一的，文本的

成型往往是批评家根据自己特定的批评理念对

先在材料、观念进行分割与再度整合的结果，因

此，在看似杂乱无章、毫无逻辑的背后，话体批

评文本往往具备明晰的批评理念作为结构文本

的内在线索。例如，钟嵘的《诗品》在描述诗歌

创作谱系时，遵循着依照诗歌与国风、楚骚之间

“血统”的亲疏定高下的原则，体现出一以贯之

的、鲜明的崇古倾向；袁枚《随园诗话》的核心

意旨在于阐述其“性灵说”诗学观。数字化批评

则不然，批评话语可以与文本相关，也可以与文

本无关，因而体现出较大的自由度、主观性和随

机性。 

批评文本的“跨文类”特性也是数字化批评

的重要特征。如前所述，不同文学文体之间的互

渗古已有之，文学创作领域的散文诗、诗剧、散

文化小说、小说化散文、诗化小说等历来屡见不

鲜，而文学批评领域论诗诗、论词词等文体的诞

生也是文体互渗的重要表征。在数字技术的冲击

下，文学文体与批评文体的“去边界化”现象进

一步强化。日记体批评、诗歌化批评、小说化批

评，甚至以网络用语、“火星文”等亚文化语言

形态为主的批评文本随处可见。比如，“豆瓣读

书”围绕郁达夫的《沉沦》所展开的批评，就与

传统文学批评形态相去甚远，“跨文类”迹象甚

是鲜明。其中既有诗化的感慨，如“人，总需要

那么一两抹光”[21]，再如“影子只能躲在身后。

不过都是些腌臜事”[22]；也有戏仿式的、类似于

微小说的批评，如“忧郁、只想逃避的心情让他

踏入梅林的曲径。再清美的景，他带着自悔与欲

望未曾打开心门，这样的景不过也是一种凄凉

罢了。卑微、落魄、怯懦地说着别人的罪。他不

是上帝，无法惩罚任何人。最终，他选择死去，

在夕阳的红楼下，微笑的阳光中，汪洋的大海

里。他有病，可是他还有那个让他无法忘怀的

祖国”[23]。但更多的还是众声喧哗式的私人臆语。 

在以上批评特性的合力作用之下，数字化文

学批评文本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格局，也

由此构成了一处窥探数字化文学批评与中国传

统话体文学批评之间多元重合的镜像。其间，古

与今之间的跨时空“互文”所带来的独特感受四

处弥漫，网民们星罗棋布的“闲言碎语”式批评

话语不禁让人联想到话体批评短小精悍、逻辑断

裂的“聚合式批评”特性；在古人关于话体批评

作者日众而诗歌创作并未取得实质性改观的责

难中，也可隐约感受到这一特质与数字化文学批

评的正向投合；另外，即使将古人关于话体批评

与先秦散文、史传、杂家语录、小说等诸文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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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互通关系的论述腾挪于对数字化文学批评文

本的评述之中，似乎也无不可。凡此种种，除了

在证实古今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之中，文学批评

话语的历史共振从未陨灭这一客观的文化事实

之外，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借助几百年来在对以话

体批评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评析中，

提取一些适用于当代批评话语建设的理性经验

提供了反思的契机。 

 

三、以“话体”特质反思数字化文 
学批评 

 

探索话体文学批评与数字化文学批评之间

的“偶然相似性”，根本用意在于揭示“话体”

特质在数字化文学批评话语建构中所具备的反

思价值。换言之，在数字技术与文学批评的结合

已经是无法忽视的客观文化现实，在文学批评界

主要倾向于借助西方理论寻找数字技术介入文

学批评所造成的或潜在或鲜明的负面影响的解

救出路却收效甚微时，转换视野，回归传统，经

由对以“开放性”为核心特质的话体文学批评与

数字化文学批评话语特性相似性的深入审视去

观照同一问题，也未尝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一) 以“话体”特质反思数字化批评的出

发点 

将“话体”特质作为反思数字化批评的重要

参考维度，不仅是因为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话

体文学批评与数字化批评之间存在前文提到的

诸多本体特质的相似性，同时也是因为在相对宏

观的意义上，二者具有历史境遇的相似性。更为

重要的是，以“话体”特质观照数字化批评，是

激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巨大潜能，进而将其与

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紧密结合，为建构中国特色文

艺批评话语体系提供助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话体文学批评是在毁誉相继的文化语境中

发展起来的，而数字化批评的当下境遇也大致相

似。数字技术介入文学批评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

新奇体验，似乎无时无刻地展现着种种彻底断裂

于传统的批评奇观，并通过为普罗阶层进入批评

领地创造便利，制造了一种席卷互联网各平台的

批评狂热。其间涌动的多元话语的交锋、个性的

张扬，无一不是数字红利的体现，但与此同时，

它也创造了种种“数字化焦虑”。这些焦虑源于

信息的泛滥与知识的匮乏、零碎的常识之铺天盖

地与贯通的学识之凤毛麟角等一系列悖论式情

境；源于在粉丝文化、“强力浏览”
⑥
等新型互动

机制的干预下，“正统”批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更源于过度数字化所可能造成的文化

凋零、思想萎缩、自主性理念的消解和自由意志

的丧失或将引发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担忧。同

时，它更深刻也更具体地指向文学批评中一组无

法回避的对立关系：一面是得力于“五四”一代

知识精英苦苦探索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体系谨严

的批评规范，另一面则是体系涣散、众声喧哗的

数字化批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前者的过度

效忠打破了对立关系的平衡，而其表征则是对数

字化批评的现象式批判与选择性盲视掩蔽了学

理性反思。 

同时，在价值阐发的现实维度上，以“话体

精神”重审数字化文学批评，是破除西方文论话

语钳制，重新阐释并激活中国传统文论蕴蓄的精

神能量，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根基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提供经验、价值参照

的必然路径之一。在经由“异中求同”的致思路

径对数字化批评进行学理性反思的意义上，碎片

化的批评话语如何建构相对完善的批评体系，基

于“强力浏览”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在何种程度上

有益于当代文学创作，以主观性、感性化甚至情

绪化为重要特质的数字化批评是否算得上真正

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大众批评”与精英批评

(学院派批评)两极话语之间的平衡如何调节……

质言之，数字技术所造就的文学批评样态在多大

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是我们必

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所幸的是，这些问题在对话

体文学批评实践的理论探讨中，早已或多或少有

所论及。正是在此意义上，话体文学批评的“开

放性”特质被赋予了作为一个价值参照介入当下

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合法性。 

(二) “碎片化”与“体系性”的内在统一 

严格说来，以“话体”特质作为理论反思的

切入点难以彻底祛除数字化批评的弊端。但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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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性为核心特质，因此有益于转变看待“弊

端”的视角。而一旦看待问题的视角转变了，“问

题”或许便成了“生机”。在此意义上，相关学

者对数字化批评中随处可见的、处于分散状态的

碎片式批评话语和体系严整的学术性批评话语

之间冲突的焦虑，实际是一种以捍卫精英话语的

权威性为深层动机的智识偏见。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早已为碎片化话语的合

法性进行了充分辩护。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念，

此前理论界致力于捍卫的那种形式感的整一和

主体性的统一本来就是虚妄的、并不存在的东

西，只有“碎片”才是世界的本质。这一看法实

际上可与所谓“体系建构”的内在矛盾相互印证。

不容置疑的是，真正意义上学术体系的建构，往

往渗透了许多人共同奋进、努力探索的汗水，远

非一己之力可以成就，因此，层累叠加和代际相

承构成了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而且，理论体系

的建构，因其以“闭合性”和“先验预设性”为

重要特征，往往在解释活动中具有先天的缺陷，

借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4](247)因此，必须明

确的是：“在文学批评的体系建构活动中，从方

法角度看，逻辑化、体系化当然是第一位的，而

从学术逻辑的角度看，历史经验事实的梳理与描

述则是第一位的。”[25]在此意义上，那些表征着

鲜活的数字化文学批评生态的碎片话语与讲求

体系性的“正统”批评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

相反，前者构成了后者得以确立的基础，只有通

过对这些碎片式话语的爬梳剔抉与再度整合，贴

合现实的体系性批评才能真正展开。 

正如前文所言，“对话性”构成了理解“话

体”特质内涵指向的重要一翼，而所谓“对话”，

相较独立自主的单一主体性言说毫无疑问本身

就已经显露出了“开放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

他者视角的介入也并不一定消解体系建构的潜

能。柏拉图的著作大多采用对话模式展开，但其

在西方思想体系建构方面的重要性却毋庸置疑。

英国学者斯塔斯就曾明确指出：“在柏拉图之前，

没有一个人曾建立了一个具体的系统，他们所产

生的不过是具体的哲学的观念、学说、暗示和意

见，都是庞杂而不相联系的。”[26](129)由此类推，

数字化文学批评主体的多元化也并不意味着体

系建构失去了抓手。相反，它只是对学院派批评

家身份意识的转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

对多元话语交织的批评现状，学院派批评家以批

评行为的主导者、批评话语的唯一生产者自居的

状况，显然已经失去了现实依据。因此，专业批

评家必须由批评的主宰者转变为批评的引导者，

而这一思维转变，究其实，不过是对“话体”特

质的一种合理拓展与落实。 

(三) 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重构 

数字化文学批评大多情况下是基于“强力浏

览”机制进行的。因此，在以对读者(批评者)的

选择能力、批评能力和生产能力[27]为主要观照重

心的“主体性焦虑”之外，文学批评能在何种

程度上对文学创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也是必须

认真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的困扰，话体

批评所张扬的那种开放性思维同样具有镜鉴价

值。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

论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然而答案却始终处于变

动状态。在中国古代，批评往往寄生于创作之中，

二者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而到了现代，受西方

话语影响，认为文学批评应当指导文学创作的观

念渐趋主流。在这一观念建构的进程中，罗根泽

的看法颇具典范效应，他将文学批评分为“文学

裁判”“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三部分，其

中，文学裁判主司批评过去的文学，文学理论旨

在指导未来的文学，而批评理论则旨在指导文学

裁判。基于此，他总结道：“所以文学裁判和文

学理论对文学的关系是直接的，批评理论对文学

的关系是间接的。”[28](10)可见，在经西方洗礼得

以确立，继而流传至今的主流文学批评观念中，

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主要是一种内在化的、逻辑

性的对应关系，批评必须围绕文学文本的语言、

结构、内容等某一方面的要素展开。然而在数字

技术的干预下，这种“对应关系”正遭受着不断

的冲击和解构。无论是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

台，还是豆瓣读书、晋江文学城、榕树下、创世

中文网、起点中文网、腾讯文学评论专区等大型

文学网络平台，围绕着某一文学文本所进行的批

评，始终充斥着大量看似与文学文本完全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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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感抒发，它可能是此刻心境的表白，可能

是私人琐事的记录，也可能是简单的一个 emoji

符号(现代计算机系统中所使用的视觉情感符

号)。由此观之，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已经由以学理性为联结点的逻辑对应关系转变

为一种以个人主观情感、情绪表达为动机的“空

间并置”关系，文学作品不再仅仅是批评的对象，

也可以是批评的触媒。面对现实的变化，如果继

续固守传统的批评观念对其进行检视，显然是无 

效的。 

数字时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变革，指涉

着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文学批评的“开放性”与

“封闭性”如何平衡。如果说近现代以来文学批

评规范的现代化(以西方化为主要导向)是一场以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范式为敌手、有的放矢的漫长

革命，那么数字化文学批评则更类似于一场自然

而然、无的放矢的革命，二者之间存在本质性的

差异。前者以结束本土资源的历史循环为前提，

在根本意义上是知识精英思想观念自我变革的

结果，民族文化传统之所以必须被弃绝，是因为

在持有进步观念者的眼中，它阻碍了整个社会现

代化的步伐。对此，戴锦华曾有颇为形象的表述：

“在进步/现代化的持有者的视域中，民族文化与

其说是一个必须祛除/放逐的幽灵，不如说是为了

现代化的明天必须交纳的税金。”[29](133)但数字化

文学批评话语形态的建构，本质上是技术赋权的

结果，它并不存在一个思想观念层面具体、明确

的“革命对象”。美国学者波兹曼曾指出：“媒介

会改变话语的结构。”[30](33)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

的是，不同的媒介在改变话语结构方面的力度大

不相同，至少纸质媒介在话语塑形方面的能力显

然大大逊色于数字媒介。原因在于，纸媒并未跳

脱思想观念传播载体的身份限定，但数字媒介自

身即是推动观念变革的核心力量。正如德国学者

彼特·科斯洛夫斯基所说：“技术思想与技术概

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秩序及现代社会生

活自身的意义。现代社会往往将技术看成社会文

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将文明称为科技文

明，并将科学与技术当做文明的本质特征。”[31](1) 

其次，数字化文学批评中，网民(非文学专业

的大众群体)是话语建构的主体，即使在学院派的

批评家介入之后，两种话语模式之间也主要是平

行关系。尽管当大众性的批评话语弊端开始逐渐

暴露时，吸引了部分学者批判的目光，但大众话

语的狂欢并未受精英干预的丝毫影响。基于此，

那种钟情于逻辑辩证与体系建构，将批评视野集

中于对文学创作美学品位过于学理性、精细化的

解读，因而显得相对封闭的批评思维显然已经不

足以应对当前的文学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数字

化文学批评的精义其实正在其解构批评成规的

一面，特别是在以往处于从属位置的大众话语开

始与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话语平等并置之后，批

评的内涵实际早已不知不觉地蕴含于一种全新

的话语关系之中，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不容忽视

的重大变异。鉴于此，只有打破封闭，以更为开

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并深刻反思当下的文学批评

现实，才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当然，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文学批评依然也必须主要由专业的批评

家来完成和推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专业的批评家

必须强制性要求大众话语完全符合自己的价值

预期，因为实践经验的开放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

化未必会造成批评的贬值。一言以蔽之，如果逻

辑谨严的长篇大论只能炼就一两句具有思想启

迪意义的“名言警句”，那么其价值也未必高于

以零言碎语道出的真知灼见。 

 

注释： 

 

① 本文立论的前提是诗话与词话、文话、赋话、曲话乃至

后起的剧话、乐话、影戏话、文学话之间存在文体源流

关系，均属“话体文学批评”这一整体性概念的具体子

目，因此，对其中任一门类相关特征的论述，也适用于

其他门类。关于话体文学批评内部文体源流关系建构的

学理依据，笔者在《话体文学批评文体源流关系的建构

及其学术史意义》(《云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6 期)

一文中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② 晚清民国以降，受有清一代考据学风和西学东渐等多重

因素影响，话体文学批评的理论性大大增强，若取诗话

为例，这一倾向可概括为：由传统的以“诗”为主转向

以“话”为主。不过，这里的“话”也不再是“纪事”

“论理”二分天下时以“故事性”为本义之“话”，而

是侧重于学理探索的“理论批评话语”之“话”。但这

一倾向的出现，并非由于话体批评舍弃了“纪事”功能，

专司理论批评，而是因为晚清以来“纪事”与“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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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分途，由原来同一文本兼司双职转变为不同文本各

司其职，出现了大量只“纪事”不“论理”(反之亦然)

的话体之作，受时代因素影响，当时学人对此类文本并

不重视，故多倾向于笼统认为话体批评是一种理论批评

文体。 

③ 章氏“诗话”篇本为斥责袁枚《随园诗话》而作，有较

强的针对性，但纵观全篇，首先，他推举钟嵘《诗品》

而非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本源；其次，他有意拔

高《诗品》价值，提出了《诗品》《文心雕龙》乃是“专

门之著述”，对个人才学有较高要求，后人不易为之，

才转而撰写诗话的观点；最后，他进一步指出，才学更

差者，往往“降而为说部”，而诗话与说部著作的末流，

又往往很难区别清楚，但二者均难辨学术源流，且有害

世道人心。由此可见，在章氏看来，叙事性较强而理论

性较弱的诗话，其价值显然远逊于理论类诗话。参见章

学诚：《文史通义》上卷，罗炳良译注，北京：中华书

局，2012 年，第 879—895 页。 

④ 需要强调的是，晚清之前的话体文学批评虽然因通于小

说等而被指摘为“人皆可为”的“小道”，但作为教育

绝对精英化、思想观念体系相对单一化时代的产物，其

批评主体的多元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只是相对《文心雕龙》《诗品》等强理论性著作而言，

作者群更为庞大。但若打通话体批评的整体发展脉络，

便会发现：晚清民国以来话体批评作者身份之多元，远

超其他文学批评甚至纯文学创作体式。仅就“文学话”

一体而论，其作者除主流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各级

学校教师之外，还有部分从事与文学完全无关职业的

“跨界”批评家、报章杂志的无名读者、中学生等。对

此，笔者已在此前公开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有所论述。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式教育开始惠及女性，辅之《女

子世界》《妇女杂志》等女性专门读物的出现，话体批

评领域涌现出大量女性批评家，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

文学批评领域的“性别话语平权”。参见《报刊体“文

学话”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普及》(《云南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 期)，《现代中国“文学话”批评的生成及其

体式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身份差异与话语共谋：晚清民国时期“文

学话”批评形态论》(《云南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

等文。 

⑤ 这里所谓“传统的学院派批评”主要就批评主体角度而

言，不考虑媒介因素。它既包括学院派批评家借助纸质

媒介实现的批评行为，也包括学院派批评家借助微博、

微信公众号、论坛、贴吧等各种数字化平台进行的文学

批评。 

⑥ “强力浏览”专指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新型

的阅读模式。其主要特征在于一目十行，粗略浏览，不

进行精细化、深度化的阅读吸收，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

卡尔提出并进行了系统论证。参见卡尔：《浅薄：互联

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

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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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versation-style" feature refers to the ever-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style characteristics that 

support the discourse criticism in various genres such as poetry, Ci, and prose, and with openness being its core feature, 

it is primarily presented through two aspects: text structure and the content. In digit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conversation-style" feature has been expanded. Firstly, the identities of the critic groups have further diversified, with 

the conversation-style critics mostly belonging to the literati group who expresses their critical viewpoints by compiling 

previous opinions, which renders the text with the "multi-subjectivity". Yet for digital criticism, the author group has 

expanded to include ordinary net users, and multiple voices are often juxtaposed in the same text space, thus having the 

"co-existential subjectivity". Secondly, in digital criticism, the implicit "conversation" consciousness in 

conversation-style criticism has evolved into a critical factor that exert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Lastly, in digital criticism, the fragmenta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d its literariness are more 

prominent compared to the conversation-style criticism, and discourse regeneration can be continuously achieve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versation-style" feature in "conversation-style" criticism inspires u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fragmented critical discourse and to reflect 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y basing our research on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digital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The "conversation-style" feature; openness; digitalization; dialogue consciousness; fra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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